
心理科学进展  2018, Vol. 26, No. 10, 1711–1723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8.01711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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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这些开发活动造成对环境的破坏和社会生活的冲击。同时, 民

众的生态意识不断提高, 参与保护环境及民生的积极性也不断增强。民众的抵制使得很多国际矿业开发公司备受挫

折, 并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上世纪 90 年代末, 针对此状况, “社会许可”的概念在矿业领域中诞生, 并迅速地被其它

与自然资源有关的工业领域广泛采纳。社会许可是指涉及自然和民众等的项目及开发, 仅仅通过政府许可及满足相

关法规法制的要求, 已不足以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要取得成功, 必须获得民众及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与接受。社会

许可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概念, 这个概念虽然是由工业界提出的, 但这个概念已经具有学科的基础, 跨学科的探

索 , 以及大量的社会实践。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 CSIRO)研究员张爱荣及其同事, 在国际上领先对社会许可现象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系统化, 理论

化及量化的研究, 得到学术界和自然资源行业的广泛关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李纾及团队

对风险认知的系列研究及心理台风眼效应理论的建立, 为对社会许可动态过程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我们希

望这篇文章的发表, 将有助于心理学界了解社会许可概念和理论的意义, 并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 为未来社会许可

的研究方向及应用提出建议和展望, 并启发心理学界把更多的概念和理念用于社会实践。 

(本文责任编辑：杨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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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 , 民众的环境和生态意识不断提高 , 参与保护环境行为的积极性也不断增

强。因此, 项目开发方要想在某地能够顺利地实行一些可能会引发环境问题的项目, 除了必要的法律许可外, 

还应获得并维持当地居民的同意与支持, 即社会许可。没有获得社会许可的项目开发面临着多种风险并往往

为此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虽然, 社会许可在矿业、化学工业等相关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关注, 但是近年来这

一概念才逐渐受到了心理学家的重视。本文回顾了社会许可的概念起源、测量范式, 以及获得和维持社会许

可的途径, 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社会许可的影响因素和相关政策建议。最后, 针对社会许可测量和获得中存在

的问题, 本文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 为未来社会许可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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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不断提高, 参与保护环境行为的积极性也不

断增强。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 “污染防治”是我国

今后需要重点完成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与此同时, 

一些可能引发环境问题的项目开发也越来越受到

整个社会的关注和重视。这些项目虽然能促进当

地经济的发展, 但同时也会造成当地环境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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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地生活和文化带来冲击, 而这些问题如不解

决就会导致民众对此类项目的接受度和满意度越

来越低, 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强, 继而导致项目的

停滞, 乃至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例如, 我国民众

对于 PX 项目的担忧和反对 , 使得在厦门(2007

年)、大连(2011 年)、宁波(2012 年)、茂名(2013

年)等地, 均发生了抵制 PX 项目的群体性事件, 

最终导致这些项目被迫终止。仅以宁波为例, 经

估计, PX 项目的终止, 共导致约 558.73 亿人民币

的损失。又如, 2013 年, 广东江门鹤山核燃料加工

厂, 由于遭到当地及周边城市的民众的强烈反对, 

最终导致该项目“胎死腹中”, 让当地每年损失税

收 30 亿, 工业产值损失近 400 亿(王小明, 2013)。

在国际上, 仍不乏因民众抗议事件而导致项目终

止或重大经济损失的例子, 例如德国民众通过游

行迫使政府改变核电政策 (Wittneben, 2012)。一

个对 50 个国际矿业开采项目的分析研究表明, 对

于资本在 30~50 亿美元的开采项目来说, 由社会

冲突导致项目暂停会造成高达每星期两千万美元

左右的经济损失(Franks et al., 2014)。民众的不满

甚至会影响到上市资源开发公司的市场价值。对

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19 个金矿公司所拥

有的 26 个金矿的分析表明, 当项目与民众发生冲

突时 , 其市场资本价值往往被大打折扣(Henisz, 

Dorobantu, & Nartey, 2014)。 

上述案例无不说明, 对于那些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或肯定会影响到周边社区环境、生活等方面

的项目, 要想在当地能够顺利的实行, 除了必要

的法律许可外, 获得、并维持当地居民的同意与

支持 , 即社会许可 (Social Licence to Operate; 

SLO), 也是至关重要的。民众对于项目的社会许

可已然成为一个项目能否得以实施的关键, 是企

业或相关政府部门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也是影

响到社会稳定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1  社会许可的起源与定义 

1.1  概念的起源 

有趣的是, 社会许可这一概念并非起源于理

论家的探讨, 而是起源于实际的社会需求。20 世

纪 90 年代, 在一系列广为人知的化学泄漏、尾矿

坝坍塌, 以及勘探开发项目与当地社区不断增长

的冲突等事件后, 矿业开发问题受到了公众格外

的关注 (这时期的综述参见 Thomson & Joyce, 

2006)。1996 年, 加拿大普莱斯多姆金矿公司因为

在菲律宾尾矿坝的处理上出现了严重事故, 而遭

到了社会的严厉批评 (Moffat, Lacey, Zhang, & 

Leipold, 2016)。该公司的副总裁 James Cooney 意

识到很多矿业公司正是因为居民的抵制而遭受到

严重损失。为此, 他首次将“社会许可”作为与“法

律许可”相类似的概念引入到矿业领域中来 , 以

呼吁大家重视民众的意见。此外, 在其他类似领

域的项目开发中, 也存在着如何正确处理企业与

当地社区之间关系的问题, 因此, “社会许可”作为

专有名词不仅在矿业领域流传开来 (Boutilier, 

2014), 而且也很快扩展到了其它领域, 例如, 造

纸业(Gunningham, Kagan, & Thornton, 2004)、林

业 (Edwards & Lacey, 2014), 可再生能源 (Hall, 

Ashworth, & Shaw, 2012)等产业。社会许可的问题

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关注, 如澳大利亚(Moffat 

& Zhang, 2014; Zhang & Moffat, 2015)、坦桑尼亚

(Goldstuck & Hughes, 2010)、加拿大(Knih, 2004; 

Prno & Slocombe, 2012)、瑞典(Edwards & Lacey, 

2014)、芬兰(Litmanen, Jartti, & Rantala, 2016)等地。 

1.2  概念的界定与测量 

自社会许可概念提出至今, 已有 20 余年, “社

会许可”已经成为了矿业等社会经济领域的通用

术语, 也成为对企业或行业进行风险评估的一个

重要指标(e.g., Ernest & Young, 2016)。大多数研究

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许可进行了直接界定：

Gunningham 等人(2004)认为, “社会许可”是“地方

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更广泛的公民群体对于公司如

何运作的一系列需求和期望”。Nelsen 和 Scoble 

(2007)提出, “社会许可”被定义为“一系列概念、价

值观、工具和实践, 代表了一种为行业和利益相

关者观察现实的方式” (Nelsen & Scoble, 2007)。

Prno 和 Slocombe (2012)则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 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 提出“社会许

可”是 “一系列必须遵守的目标, 规则和制度”。而

Owen (2016)则将“社会许可”定义为是“对于矿产

中断的恐惧”。他认为只有当“社会许可”没被民众

授予, 即民众不许可矿业项目的开发, 出现反对

甚至抗议行为时, “社会许可”才能有所体现。相较

而言, “社会许可是指受项目影响的地区的利益相

关者对于该项目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 这一定

义被学者广为接受(Hall, 2014; Prno & Slocombe, 

2012; Moffat & Zhang, 2014)。从上述学者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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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 社会许可的概念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 模

糊性。主要表现在其概念没有完全统一清晰的界

定(Boutilier, 2014; Bunnell, 2013; Moffat et al., 

2016); (2) 无形性。与法律许可所不同, 虽然公司

总是以已经获得社会许可作为开展项目前提, 但

是事实上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一个公司或项目

获得了社会许可, 而民众也通常会默认这一标准, 

这使得它的约束力大打折扣 (Lacey, Parsons, & 

Moffat, 2012; Yates & Horvath, 2013); (3) 动态性

和灵活性。在项目周期中, “社会许可”并非一成不

变, 它具有高度情境性, 其标准和实施步骤依据

不同的社会规范, 法律制度, 社区群体的变化而

变化(Boutilier, 2014; Bunnell, 2013; House, 2013; 

Lacey et al., 2012; Lynch-Wood & Williamson, 

2007; Prno & Slocombe, 2012; Thomson & 

Boutilier, 2011; Yates & Horvath, 2013)。 

此外, Thomson 和 Boutilier (2011)将社会许可

进行了分层界定 , 并建立了相应的金字塔模型

(the “pyramid” model)。该模型(如图 1 所示)由三

条边界将社会许可划分为了四个水平：第一条边

界是“合法边界” (legitimacy boundary), 如果项目

未 达 到 该 边 界 , 民 众 的 心 态 表 现 为 “ 撤 回 ” 

(withheld/withdrawn), 即不认可企业的项目开发; 

如果项目达到该边界 , 民众的心态则表现为“接

受” (acceptance); 再往上一个边界为“信誉边界” 

(credibility boundary), 达到该边界 , 民众的心态

表现为“支持” (approval); 最高的边界为“信任边

界” (trust boundary), 达到该边界 , 民众表现为

“心理认同”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金字塔

从下往上, 依次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由浅

入深的接受程度(Thomson & Boutilier, 2011)。 
 

 
 

图 1  社会许可的“金字塔”模型 
(Thomson & Boutilier, 2011) 

而后, 两位研究者在金字塔模型上进一步修

正 , 修 正 后 的 模 型 为 箭 型 模 型 (the “arrow” 

model)。该模型(如图 2 所示)也包括四个水平, 分

别为：经济立法性(economic legitimacy)、社会政

治合法性 (socio-political legitimacy)、相互信任

(interactional trust)、制度化信任(institutionalized 

trust)。但在该修正模型中, 水平之间并没有了明

确边界。最低水平是经济立法性, 如果企业未对

利益相关者提供足够利益, 那么利益相关者将极

有可能扣留或者撤销(回)该企业项目的社会许可; 

反之, 企业可以进入。社会政治合法性与相互之

间的信任处于平等水平, 缺乏其中之一, 企业项

目便有可能得不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如果两者

均缺乏, 则公司项目一定得不到利益相关者的支

持; 如果达到两个水平的其中之一, 企业项目则

可以上升到制度化信任水平。制度化的信任是最

高水平, 是指公司与利益相关者对彼此持久尊重, 

企业项目只有到达制度化信任的水平才能获得利

益相关者的心理认同(Boutilier & Thomson, 2011)。 
 

 
 

图 2  社会许可的“箭型”模型 
(Boutilier & Thomson, 2011) 

 

2  获得社会许可的途径 

由上可知, 企业如果希望项目能够顺利开展, 

就必须先获得民众的社会许可。因此, 研究者就

企业如何获得社会许可提出了各种有针对性的步

骤 , 这些步骤主要可分为两大类：独立法 (e.g., 

Knih, 2004; Warren, 2013) 和系统过程法 (e.g., 

Wilburn & Wilburn, 2011)。 

2.1  独立法 

早在 2004 年, Knih 就针对在矿业领域如何获

得社会许可提出了一些独立的、非系统化的方法, 

如在企业和社团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 企业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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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过程透明以及企业进行文化及价值观宣传

等。这些独立方法有利于开展良好的社区关系建

设(community relations-building: Knih, 2004), 从

而促进社会许可的获得。此外, 联结(extension)作

为另一种方法, 与社区关系建设相似, 即广泛地

将企业自身和当地社会群体紧密联系起来, 使他

们针对项目开展过程中的问题和忧虑协作解决

(Warren, 2013) 。但随着金字塔模型 (Boutilier, 

Black, & Thomson, 2012)的提出, 社会许可得到

了进一步地细化。该模型指出, 社会许可不是企

业开展项目前得到的、来自于当地社会群体的永

久许可 , 而是一个动态的、有不同水平的概念

(Boutilier et al., 2012)。因此, 依靠以上的独立法

很难同时满足企业和利益相关群体的需求, 获得

社会许可也应有层次、分水平, 不断付出努力。 

2.2  系统过程法 

2010 年以后, 尽管社会许可已经扩展到了不

同领域, 但研究者显然对于矿业开发领域的探讨

更为深入, 他们采用系统的、过程性的方式, 最早

提出获得社会许可的“五步过程法” (Wilburn & 

Wilburn, 2011)。在该方法中, 企业与当地利益群

体均需参与其中, 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企业陈述其自身将如何遵守规范。

企业在某地开展项目时, 操作需合乎当地规范、

不逾越当地的规则秩序是获得社会许可最基本的

要素和前提(Bunnell, 2013)。 

第二步：企业通过直接与利益相关者(即社区

居民)交流 , 倾听当地利益相关者的担忧和要求 , 

了解利益相关者群体内的微观社会契约状况

(Boutilier et al., 2012; Harvey, 2014; Knih, 2004; 

Warren, 2013; Wilburn & Wilburn, 2011)。 

第三步：企业需要分析其自身的标准、社会

规范、利益相关者这三者之间存在的联系。如果

三者之间的联系十分有限, 或程度较弱, 那么企

业应当考虑停止手头的项目。 

第四步：让利益相关者, 即社会群体, 深入地

参与到项目的决策过程。通过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 即由企业投资 , 对相关人员进行相关

知识教育, 提升其在本领域的能力, 确保有足够

能力进行决策 (Boutilier et al., 2012; Buitrago, 

2013)。促使利益相关者更好地参与决策。 

第五步：企业需要监控项目开展的整个过程, 

以保证企业的诺言能够实现(Boutilier et al., 2012), 

最后一步事关整个过程的完整性。 

作为第一个完整的系统过程, “五步过程法”

为后续新的方法提供了一些参考, 例如, 企业同

利益相关群体进行沟通、对当地群众进行能力建

设 , 被后续的系统方法所吸纳 (Buitrago, 2013; 

Harvey, 2014)。Boutilier 等人(2012)在“五步过程

法”的基础上, 提出更为简练的“三步过程法”。 

第一步：企业需要对项目开展所处的环境进

行整体评估, 包括确定项目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

具体范围, 理清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相互关系及

其主要诉求;  

第二步：企业需通过操作环境整体结构和其

中因素, 如通过沟通、能力建设、满足诉求等, 使

该环境变得稳固;  

第三步：企业保持和利益相关者的良好沟通, 

通过获得更高水平的社会许可来稳固项目实施所

处的环境。 

该方法将利益相关者、相关群体间的社会关

系等均归为项目实施的环境因素。进行环境因素

的评估、同受项目影响的群体进行直接的、持续

的交流, 稳固项目所处的环境, 是该方法中企业

执行的最主要内容。除此以外, 企业也要不断投

入资本, 持续教育当地的利益相关者, 使他们能

够获得该项目相关职位, 从而增强人们在项目中

的卷入程度。与“五步过程法”相比, “三步过程法”

最大的不同是提出在已获得社会许可的基础上 , 

企业应当重视并与利益相关者保持持续沟通、共

同计划、协同实施, 达成所有相关团体的共识, 争

取使民众给予的社会许可达到更高水平。这一观

点更加呼应了社会许可动态性的特点, 需引起企

业的重视。 

综合上述两个典型的系统过程, 并整合其他

一些学者的建议(e.g., Bunnell, 2013; Harvey, 2014; 

Knih, 2004; Smits, Justinussen, & Bertelsen, 2016; 

Warren, 2013), 我们认为获得社会许可的步骤可

以简化成评估环境 , 民意咨询 , 社会群体卷入 , 

企业监督等四个重要的过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获得社会许可的过程总结 

 

具体来讲, 环境评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工

作：利益相关者的确定(Boutilier et al., 2012)及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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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产生的社会影响的评估(Harvey, 2014), 该部分

主要由企业独立完成。在完成环境评估后, 企业

应对相关民众的意见进行深入的了解——对相关

群体提供关于该实施项目真实有效的参考信息 , 

并对他们进行访谈, 听取并理解其想法, 包括诉

求、担忧等(Boutilier et al., 2012; Harvey, 2014; 

Knih, 2004; Warren, 2013; Wilburn & Wilburn, 

2011)。通过形成正式协议, 将规则、角色以及企

业与社会群体协商所达成的各自的责任呈现出来

(Bunnell, 2013)。同时, 企业可进一步通过能力建

设(Boutilier et al., 2012; Smits et al., 2016), 提高

相关群体成员的知识水平和决策能力, 从而加深

利益相关者在项目中的卷入程度。做好前三部分

后, 企业便可以开始实施项目, 并在整个过程中

对项目的开展保持监督。这可以保证企业及时应

对突发状况并实现自己在协议中许下的诺言

(Boutilier et al., 2012)。 

3  影响社会许可获得的因素及相关建议 

探讨获得和维持社会许可的影响因素, 有助

于指导企业更高效地获得社会许可, 增强社区对

其项目的接受度和认可程度, 同时也可以为社区

及政府部门提供参考与建议。 

3.1  利益公平 

企业能否给社区提供足够的利益, 利益分配

是否公平, 是影响项目能否被社区接受并获得社

会许可的重要因素之一(Corscadden, Wile, & Yiridoe, 

2012; Prno, 2013; Zhang et al., 2015)。社区民众感

知到利益分配公平程度越高, 其对矿业的接受程

度也会越高(Zhang et al., 2015)。Prno (2013)结合

矿业领域中的案例 , 分析了社会许可的影响因

素。在其中两项成功获得社会许可的案例 (Red 

Dog case 和 Minto case)中, 企业均给社区提供了

巨大的利益, 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得

到了社区的支持(e.g., Buitrago, 2013); 而在 Ok 

Tedi 和 Tambogrande 案例中, 由于企业没有提供

足够多的利益给社区, 或存在社区利益相关者的

利益分配不均衡问题, 易导致一些冲突或矛盾的

产生(Jorgensen, 2006; Kemp, Owen, Gotzmann, & 

Bond, 2011), 阻碍了社会许可的顺利获得。在其

它 领 域 的 研 究 也 发 现 了 类 似 的 结 果 , 例 如 , 

Siegrist, Connor 和 Keller (2012)对转基因生物领

域的研究结果表明, 利益分配的公平性是预测公

众接受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 为获取社会许可, 要确保利益相关方

的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关系是积极的, 实现利益的

公平分配。企业可通过提供就业机会、技能知识

培训, 与当地企业和行业组织合作, 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 及多种形式的捐赠或补偿等, 助力社区

的发展, 从而补偿社区由自然资源开采活动所带

来的损失(Boutilier et al., 2012; Buitrago, 2013; 

Martinez & Franks, 2014; Zhang et al., 2015)。 

3.2  过程公平 

过程公平是指在制定和实施决策中过程的公

平(Tyler, 2015), 即, 在决策过程中, 人们能否感

到自己享有合理的发言权(Zhang et al., 2015)。例

如, 企业是否能够听取并尊重社区意见, 社区所

关注的问题能否得到及时反馈, 企业能否为此适

当调整方案。社区对某项决策的接受度, 在很大

程度上受到其是否有机会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中并

产生一定作用的影响(Besley, 2010; Tyler, 2000)。

Zhang 等人(2015)发现, 在矿业领域中, 过程公平

这一因素能够直接或间接地预测矿业的社会接受

度。在采矿业中, 社区同企业进行有效的对话、

沟通, 参与决策等过程公平的活动是该行业能够

被社区接受、持续发展的关键, 也是其所在社区

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Moffat & Zhang, 2014; Prno, 

2013; Solomon, Katz, & Lovel, 2008)。Moffat 和

Zhang (2014)的社区居民对一个天然气开采项目

的态度研究进一步表明, 相对于由开采活动对社

区生活导致的负面影响而引发的不满而言, 由过

程公平而引发的支持接受程度远远大于前者。

Corscadden 等(2012)在有关风能项目建设的调查

研究显示, 社区更愿意企业能更大程度地征询民

众意见, 并且在项目开发初期及时跟社区利益相

关者进行对话交流, 这样可以有效地提升项目的

社会接受度, 降低冲突。Prno (2013)分析案例发现, 

成功获得社会许可的企业与当地社区进行多次沟

通, 并对社区关心的问题作出回应, 企业代表会

定期分享信息, 并与周围社区进行交流, 以提供

信息更新和反馈(e.g., Red Dog case), 有利于提高

社区对企业的接受度(Nelsen, 2007); 相反, 由于

没有及时或适当地回应当地社区担忧的问题, 从

而没有顺利获得社会许可的企业则饱受批评(cf. 

Prno, 2013)。Zhang, Measham 和 Moffat (2018)假

想采矿项目的实验研究显示, 即使在最初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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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的信件中提到采矿公司将听取社区民众看法

的意图, 都会提高被试者对该采矿公司的信任。 

企业为获取社区的信任和社会许可, 要积极

组织与社区成员及利益相关者的交流与协商, 让

其有机会切实地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 保证决策

过程的公开、透明及实际赋权(Corscadden et al., 

2012; Moffat & Zhang, 2014; Yates & Horvath, 

2013), 让社区成员获得尊重与价值感 (Owen & 

Kemp, 2013; Zhang et al., 2015)。具体而言, 企业

可以公开项目实施及管理计划, 开展大规模的意

见咨询, 鼓励当地不同观点和想法的表达, 倾听

他们的反对意见及反馈并作出回应, 更好地实现

双向沟通和对话, 保证社区在决策过程中发挥切

实作用 (Lacey, Carr-Cornish, Zhang, Eglinton, & 

Moffat, 2017; Thomson & Boutilier, 2011; Voyer, 

Gladstone, & Goodall, 2014; Yates & Horvath, 2013)。 

3.3  政府管理能力 

Zhang 和 Moffat (2015)研究发现, 在矿业领

域, 虽然民众担心开采矿物会导致对环境的不利

影响, 但是与那些认为政府对矿业管理力度很弱

的社区民众相比, 那些强烈认为现有的法规和立

法有能力让矿业对其行为负责的人接受矿业开发

的可能性更大。换言之, 社区对政府机构管理能

力的信心越强, 社区对矿业的接受度越高(Zhang 

et al., 2015)。在 Pron 列举的失败案例中, 由于当地

居民缺乏对相关政府机构的信任(e.g., Tambogrande 

case), 或是由于政府的决策不能平衡社区和企业

双方的需求(e.g., Ok Tedi case), 导致了一些冲突

的发生, 阻碍了社会许可的获得(Prno, 2013)。当

他们意识到政府在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表现不能让

采矿业负起责任时 , 就会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意

见。Zhang, Measham 和 Moffat (2018)的假设采矿

项目的实验研究表明, 当采矿公司表示会严格按

照法制法规操作后, 被试对该采矿公司的信任得

到进一步提高。 

为提升项目的接受度, 政府部门要增强自身

的监测、执行和调控能力, 加强对企业的环境监

管 , 能够让企业为项目负责 (Zhang & Moffat, 

2015), 使企业与社区和利益相关者建立正确的合

作 关 系 (Thomson & Boutilier, 2011; Yates & 

Horvath, 2013)。同时, 企业要把如何以法制法规

为基准的具体操作与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Zhang 

et al., 2018)。 

3.4  对企业的信任 

在矿业领域, 对矿业公司的信任是当地社区

接受采矿作业的一个核心要素(Moffat & Zhang, 

2014; Zhang et al., 2015)。社区对企业的信任感越

强, 其对该企业的接受度也越高。在一项关于再

生能源社会接受度的调查中, 研究人员要求被调

查者对可能影响再生能源项目社会接受度的一系

列因素的重要性进行评定, 结果发现, 83%的被调

查者认为对企业的信任感是影响能源项目社会接

受度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Corscadden et al., 

2012)。此外, Zhang 等人(2015)研究发现, 利益分

配、过程公平、政府监管力及企业信任四个因素

除了对矿业接受度均有直接的影响外 , 利益分

配、过程公平及政府监管力还能通过影响社区对

企业的信任来间接影响矿业的被接受度。 

为提升社区对企业的信任感, 企业需要树立

值得信任、值得尊敬、社团利益导向的形象

(Boutilier & Thomson, 2011; Prno, 2013)。这就要

求企业在进行项目和活动时 , 要采取一种为环

境、财政、社会负责任的方式(Yates & Horvath, 

2013)。具体来说, 企业可以通过采取自愿行动、

民事监督、行业治理领导等方式加强对自身监管, 

使其项目带来的环境影响能够得到有效治理, 从

而获取社区信任和许可 (Prno, 2013; Zhang & 

Moffat, 2015)。同时, 企业也可以通过为当地发展

做出贡献来获得社区的认可(Martinez & Franks, 

2014)。 

3.5  文化和社会背景 

在矿业领域, 除了经济利益、程序公平等因

素以外, 能否获得社会许可也会受到当地社区一

些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例如, 当

地的文化价值观, 以往对矿业的经验和感知等等

(Nelsen, 2007; Prno, 2013)。Wittneben (2012) 就英

国和德国对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后的反

应为例——英国当地仍然支持核能源开发, 而德

国由于遭到当地民众的反对而决定暂缓核能源开

发或关闭旧的核电站——分析了欧洲两个国家对

同一事件做出不同反应的原因。他指出, 德国与

日本的文化相似性, 以及德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环

境是影响其核能源开发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

Zhang 等人(2015)在不同国家的社会背景下, 考察

不同因素对矿业接受度的影响中发现, 在不同地

区和国家中, 影响社会许可的关键要素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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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例如, 中国被试对于矿业

项目中的利益分配公平程度、过程公平程度, 以

及对政府的信任度的感知水平均高于智利被试 , 

但其最终对矿业的接受程度却低于智利。在不同

的环境或文化背景下, 不同因素对社会许可的影

响程度被赋予的权重不一样(Prno, 2013; Zhang et 

al., 2015)。 

各地区的条件、需求和习俗各不相同, 且往

往不透明 , 但这对信任关系的建设有着重大影

响。因此, 需要采用一种灵活和响应性的方法, 来

开发和实施有效的策略以获得和维护社会许可

(Bunnell, 2013; Lacey et al., 2017; Yates & Horvath, 

2013)。企业必须尽早了解社区特定情况, 包括当

地背景, 社区成员的需求、期望以及他们的文化

和价值观, 从而发展能够反映当地情况的关系管

理策略, 并时刻关注社会、文化, 经济及政治动态, 

产生适应性的调整工具及指导方针, 以应对在实

际中遇到的不同情况(Prno, 2013)。 

此外, 社会许可的获得并非是永久的。即使

企业在项目早期得到社区民众的支持, 当企业有

损信誉的行为发生时, 仍可能造成社会许可的撤

销。因此 , 企业要注意维持与社区的信任关系 

(Whiteman & Mamen, 2002)。Lacey 等人(2017)提

出社区关系和社会许可的成功维持的关键在于真

正去承诺保持, 并依赖于长期持续的交流与协商

(Boutilier et al., 2012)。这意味着, 企业做到言行

一致, 不要轻易提出做不到的承诺, 并可通过制

定管理标准与流程来加强必要行为和纠正不正当

行为, 从而获取社区及利益相关方的认可(Boutilier 

et al., 2012)。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企业需要发展反

馈机制、重复社会许可的结果评估, 并根据评估

结果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同时, 关注情况的动

态变化, 灵活地根据实时情况变化做出适当的回

应与调整也尤为重要(Prno, 2013)。 

4  展望：心理学与社会许可 

社会许可的概念虽然是由工业界所提出, 然

而 , 在实施中 , 如果仅遵从工业化的步骤 , 而忽

视利益相关群体需求的多样化, 则可能会增加获

得社会许可的难度。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则是心

理学界的助力。这里, 我们用心理学家的工作, 来

说明在今后的社会许可研究中重要的四个关键科

学问题。这四个科学问题有待心理学家来回答 , 

也只有心理学家能够回答：即社会许可应由谁颁

发？为发生在什么地点的事件颁发？为发生在什

么时间的事件颁发？颁发社会许可, 还是社会不

许可？ 
4.1  由谁颁发社会许可 

颁发“社会许可”的主体因人而异, 当地民众

受到项目开展的直接影响, 征求其意见并获得其

许可无可厚非; 政府相关部门在民众和企业之间

起到监管、调节的作用, 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许

可是项目得以顺利开展的保障; 在网络信息发达

的现代, 社会群体的力量不容小视。因此, 当地民

众、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群体等均可能作为决策

者颁发“社会许可”。具体而言, 当地民众在为项目

颁发“社会许可”时, 实则表明其接受该项目在本

地开展, 即为自己做决策; 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群

体等为项目颁发“社会许可”, 一定程度上是为当

地居民(他人)做决策。在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为自

己或为他人决策存在差异, 研究者基于建构水平

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情绪卷入度、

调节聚焦理论(regulatory-focus theory, RFT) (Higgins, 

1997)等对自己−他人决策差异的机制进行解释

(刘翠翠, 陈彬, 刘磊鑫, 原献学, 汪祚军, 2013)。

虽然“自己−他人决策差异”的成因与机制仍有待

考证(Garcia-Retamero, Okan, & Maldonado, 2015; 

Hsee & Weber, 1997; Polman, 2012; Stone, Yates & 

Caruthers, 2002), 但是研究者发现 , 人们为他人

做决策时会寻找更多的参考信息, 提出更多的正

性理由 , 为自己做决策时提出更多的负性理由 , 

相对于为他人决策表现出更强的损失规避(Polman, 

2010, 2012), 即人们在遇到损失时, 有规避损失

的倾向, 而等量的损失产生的心理效用大于获益

产的心理效用, 从而证明了“为自己决策”不同于

“为他人决策”。因此, 由谁作为颁发“社会许可”

的主体需要综合现实情况及其意义进行考虑, 不

可冒然下定论。例如, 以“不能在我家后院”为主题

的一系列研究表明, 人们虽然会在原则上支持一

定的项目开发如风力发电, 但是, 当这些项目发

生在自己所居之处时, 其态度却往往发生大转变

(Guo, Ru, Su, & Anadon, 2015; Petrova, 2016)。 

4.2  为发生在什么地点的事件颁发社会许可 

民众之所以吝于给出社会许可, 往往是由于

他们害怕矿业等资源开发活动可能带来的潜在风

险。在现实生活中, 客观危险与主观害怕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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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存在一种名为“心理台风眼”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的效应(Zheng et al., 2015)。心理台风

眼效应 , 即在时间维度上 , 越接近高风险时段 , 

心理越平静; 在空间维度上, 越接近高风险地点, 

心理越平静。在与社会许可息息相关的矿业开发、

核电应用等领域也存在着心理台风眼效应。以往

研究发现, 与远离核反应堆居住的居民相比, 住

在核反应堆附近的居民不仅对核反应堆的风险认

知更低 , 而且也更不担心核反应堆的负面影响 ; 

他们对核设施安全性的评价甚至要显著地高于远

离核反应堆居住的居民的安全评价(Guedeney & 

Mendel, 1973; Maderthaner, Guttmann, Swaton, & 

Otway, 1978; Nealey, Melber, & Rankin, 1983)。 

在铅锌矿污染问题中, 一个令人疑惑的现状

是：坚决反对无保护性措施的铅锌开采的(即, 三

令五申严禁个人私自开矿) 是那些健康没有受到

直接威胁的群体(如政策制定者或公共事务管理

者); 而健康直接受到威胁的群体(如矿主或矿工)

却无视法规法律的禁止, 仍坚持“顶风”开采私人

铅锌矿。“心理台风眼”效应卷入变式为此做出了

解释：不同卷入度村民的风险认知水平存在显著

差异, 风险认知水平从低到高依次为矿主、矿工、

矿主和矿工的家属、未参与开矿的村民, 表现出

明显的心理台风眼效应(Zheng et al., 2015)。 

在评估民众的社会许可时, 不能仅从经济获

益与否出发, 也应对当地居民的心理状态予以充

分了解。在上面论述的所有获得社会许可的步骤

中, 都强调了与当地居民的沟通。然而, 不容忽视

的是, 在沟通过程中我们有必要了解民众的背景

信息, 特别是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之外, 民众与地

区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中, 研究者往往用当地居

民对其住地的评价, 即“住地依恋”这一指标来评

估人们与其居住地之间的情感联结。住地依恋可

以预测民众参与本地区有关活动的积极性(Rollero 

& Piccoli, 2010; Van Vugt, 2001), 以及对当地环

境的保护性行为(Kyle, Graefe, Manning, & Bacon, 

2004; Stedman, 2002; Vorkinn & Riese, 2001)。因此, 

在争取获得社会许可的时候, 相关人员应该采用

心理学手段深入了解民众与他们所生活的这片土

地之间的感情, 即住地依恋。 

Wang 等人(2015)采用间接投射技术测量了我

国城镇化进程中居民住地依恋的状况, 从中发现

了一个有趣的“城镇位错”效应(Town-Dislocation 

effect), 即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影响

之后, 处于城镇化进程不同阶段的三地居民在住

地依恋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城镇居民对住地的

依恋显著低于城市和农村居民, 而城市居民和农

村居民对于住地的依恋程度差异不显著。如果按

照教育、医疗以及经济收入等硬指标来比较, 从

农村到城镇再到城市, 各项指标应呈阶梯状上升, 

进而推测住地依恋也应该呈现上升趋势。然而 , 

依据投射测验的结果, 城镇居民对住地的依恋反

而“掉”了下来, 显著地低于另外两个区域, 呈现

出“软硬”指标的错位以及“常识预期”与“实际测

量”的错位, 研究人员将此现象命名为“城镇位错”

效应。 

心理台风眼效应(Li et al., 2010; Li et al., 2009; 

Wei, Tao, Liu, & Li, 2017; Zheng et al., 2015)、城镇

位错效应(Wang et al., 2015; Wei et al., 2017)等系

列研究表明, 政府或企业开展的项目所处的地理

位置, 以及项目所处位置与民众居住地之间的距

离与人们的感受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心理

台风眼效应卷入变式的发现对环境问题中的风险

沟通与风险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当前, 在

获得社会许可的过程中广泛征求民意已经成为风

险沟通的必备流程, 然而心理台风眼效应卷入变

式的存在却有可能使人们在表达民意时受到所处

状态与所获利益的影响, 出现行为偏差。因此, 相

关政府部门应该更加重视决策前进行的多方意见

征求, 并谨慎开展调查。 

4.3  为发生在什么时间的事件颁发社会许可 

对项目进行社会许可评估时, 在已有的案例

中, 有些评估在项目实施当下进行, 而有些则在

项目实施之前一段时间进行, 评估时间在学界内

与行业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然而, 针对相

同的项目, 不同评估时间可能造成不同结果。例

如, Okeke 和 Armour (2000)的研究发现当垃圾处

理厂建成几年后, 原本在建厂之前, 对垃圾处理

厂可能的潜在环境污染非常担心与害怕的民众 , 

已经不再关心这个问题了。此外, 不同时间评估

也涉及到跨期决策的问题。心理学研究者把人们

对发生在不同时间的结果做出判断或选择称为跨

期决策 (Frederick, Loewenstein, & O’Donoghue, 

2002)。跨期决策的研究发现, 在面对“获得”领域

的跨期决策行为时, 存在一个时间折扣过程, 人

们会根据将来获益的延迟时间对其效用进行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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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折扣后效用会小于当前获益的效用, 即相

对于未来获得, 人们偏爱于现在获得(Samuelson, 

1937); 而在面对“损失”领域的跨期决策行为, 出

现则是相反的负折扣现象 , 即相对于未来损失 , 

人们更偏爱于现在损失(孙红月, 2014)。以建立核

电站的项目为例, 民众希望建立核电站能够使其

获得直接利益而并不会对其生态环境造成威胁 , 

若民众为当下建立核电站或为十年后建立核电站

颁发“社会许可”, 由于时间折扣及负折扣 , 民众

做出的决策将会有所不同。由此看出, 社会许可

存在评估时间的选择问题, 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与解决需要心理学家参与其中。 

4.4  颁发“社会许可”还是颁发“社会不许可” 

在“社会许可”现有的体制中, 评估形式是颁

发“社会许可”, 对应“接受”或“撤销”两种反应模

式 , 一般的理解为选择“撤销”, 则代表不许可 , 

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Shafir (1993)在其研究中, 

设计了以下情境：假如您现在是一名法官, 正在

审判离婚案件中独生子的完全监护权。由于所涉

及的经济、社会以及情感方面的因素太复杂, 您

决定只根据以下少量观察从而做出您的决定。父

母 A 是个各方面都表现平平的人, 而父母 B 则是

优缺点都很多的人。有趣的是, 当问及“您会授予

哪一位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时 , 大部分假想

的“法官” (64%)选择了父母 B; 而当问及“您会剥

夺哪一位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时 , 仍然有大

部分假想的“法官” (55%)选择了 B 父母。结果显

示, B 父母被授予或剥夺监护权的可能性都更高, 

其和大于 100% (64% + 55% = 119%, z = 2.48, p < 

0.02)。 

离婚案件中, 父母双方常常对孩子的抚养权

归属存在争议。大部分情况是双方都希望抚养子

女, 并为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归属而不惜展开零和

博弈。电影《克莱默夫妇》(Kramer vs. Kramer)

就讲述了这种争夺战的无奈。可决策研究的结果

意味着, 在类似离婚案件里子女监护权的审判中, 

这艰难的判决是很容易被人为操控的。如果你希

望 A 父母胜出, 你只要在法庭以“剥夺哪一位父

母对孩子的监护权？”的方式提问; 如果你希望 B

父母胜出 , 你只要在法庭以“授予哪一位父母对

孩子的监护权？”的方式提问。哪位父母能胜出, 

似乎可以“一语定乾坤”。据此, 我们可以认为在

“社会许可”体制中, 颁发“社会许可”与颁发“社会

不许可”所收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那么, 我们应

该颁发“社会许可”, 还是“社会不许可”？这一问

题需要心理学家进行研究以给出回答。同时, 心

理学的研究发现, 设置默认选项、选项顺序、“迫

选”设计等决策选项设计都会对决策结果产生影

响(e.g., 梁哲 等, 2008; Li & Lee Wong, 2005)。这

些有关判断与决策的研究结论已在众多领域得到

证实和应用, 其在“社会许可”评估中的适应性及

其应用性有待进一步发展。 

上述这些心理学的方法都可以为社会许可获

得过程中评估民众的背景信息提供独特的评价视

角, 或能帮助我们了解、确认诸多与地域有关的

真实认同感, 从而为后续的沟通过程制定针对性

的方案。同时, 采用心理学方法对社会管理进行

助推(nudge)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既不必取道行政

命令, 也无需借助经济杠杆, 而是通过提供简约

且低成本的选择架构, 使人们的行为朝着预期的

方向改变, 从而获得更多的财富、健康和幸福(李

纾, 2016; 何贵兵, 李纾, 梁竹苑,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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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engagement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the deployment of projects with 

potential impacts on environment and human societies faces substantial challenge from the public.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such projects, receiving only government approval and meeting legal and regulation 

requirements is no longer enough. Public acceptance becomes essential, that is to acquire a social licence to 

operate (SLO). Projects without the SLO can be faced with great risks and financial loss. Although having 

gained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mining, chemical industries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the concept of SLO has 

gained attention from psychologists quite recently. The present article reviews the origi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concept of SLO, as well as the approaches to obtain and maintain a SLO. We further highlight the 

fundamental drivers of SLO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makers. Future directions are discussed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regarding the measurement and acquisition of SLO. 

Key words: social licence to operate; community; stakeholder;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 environmental 

impact; communit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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